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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斋记》 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
———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

张　　帆

　　提　要:许衡和刘因是元朝前期北方两大理学名儒 , 但二人的关系却有些微

妙 。刘因有一篇文章 《退斋记》 , 不点名地严厉批评当时政坛上的一位大人物 , 一

些学者猜测其批评对象就是许衡 ,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 , 《退斋记》

确系影射许衡之作 。许衡在元初政坛屡出屡退 , 《退斋记》 对他的批评有一定根

据;但 《退斋记》 将许衡的行为指斥为 “老氏之术” 、 “以术欺世” , 则是求之过

深 , 责之过苛 , 反映出刘因对许衡怀有很强的误解和成见 。这种误解和成见 , 与

刘因个人的经历 、 性格 、 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朝统治下汉族

儒士生不逢时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许衡　刘因　退斋记

许衡 (1209—1281 , 字仲平 , 号鲁斋 , 谥文正)和刘因 (1249 —1293 , 字梦吉 , 号静修 ,

谥文靖)是元朝前期北方的两大理学名儒 , 在当时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 , “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

也” 。①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末年 , 许 、刘二人已被相提并论 , 刘因被评价为 “自鲁斋之后 , 其道

业 、 学术 , 未见出其右者” 。② 再晚一些 , 更出现了 “覃怀许文正公衡进而师于上 , 保定刘征君

因退而师于下”③ 之类说法 , 并有具体分析指出:“文正公被遇世祖 , 征居相位 , 典教成均 , 而

门人贵游往往仕至显官。文靖公既出既归 , 学者多穷而在下 , 传其师说 , 私淑诸人。两公之门

虽出处穷达有所不同 , 其明道术以正人心盖未始不一也。”④ 不过 , 许 、刘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有

些微妙 , 不仅未见往来 , 也几乎没有互相提到过 。许衡年长四十岁 , 对隐居乡里 、 名位不显的

后生晚辈刘因不甚了解 , 未予称引 , 或是情理中事。但现存刘因著述 , 对声名显赫的前辈许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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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基本上从未正面提及 , ① 直若不知世间有此人 , 就有些不寻常了。更有甚者 , 刘因有一篇文章

《退斋记》 被认为是专门影射许衡的 , 由此引发了后人对许 、 刘二人出处进退的种种评论 。这篇

文章的内容和写作背景 , 以及与此相关的许 、刘二人出处进退问题 , 都很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

近年以来 , 研究古代士人心态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 有关 “元代文人心态” 就相继出版了两

本专著 , ② 还有为数颇多的文章 。本文或可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 。

许衡 、刘因二人皆有文集传世 , 然版本不一 , 卷数 、 篇目及分卷颇有异同。本文所用二人

文集的版本 , 均取自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其中 , 许衡文集为

《丛刊》 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刊十四卷本 《鲁斋遗书》 , 刘因文集为 《丛刊》 影印明成化十五年

蜀藩刻二十八卷本 《刘文靖公文集》 。

一　刘因 《退斋记》 确系影射许衡之作

首先要讨论 《退斋记》 的问题 。《退斋记》 载于 《刘文靖公文集》 卷 18 ,③ 是刘因在至元十

三年 (1276)八月十六日为友人滕安上所作 。滕安上 (1242 —1295), 字仲礼 , 中山安喜 (今河

北定县)人。他以 “退斋” 名居室 , 约刘因作记 。刘因在文中就进退之义大发议论 , 严厉批评

了一种欲进先退 、以退为进 、 隐含深刻心计权谋的 “老氏之术” 。文章开篇从老子哲学的核心概

念 “道” 谈起:

老氏其知道之体乎? 道之体本静 , 出物而不出于物 , 制物而不为物所制 , 以一制万 ,

变而不变者也。以理之相对 、 势之相寻 、 数之相为流易者而观之 , 则凡事物之肖夫道之体

者 , 皆洒然而无所累 , 变通而不可穷也。彼老氏则实见夫此者 , 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见夫此

也。

接下来笔锋一转 , 罗列道家人生观的种种表现 , 语言尖刻 , 尽显贬义:

虽然 , 惟其窃是以济其术而自利 , 则有以害夫吾之义也 。下 , 将以上也。后 , 将以先

也。止 , 将以富也 。俭 , 将以广也。哀 , 将以胜也 。慈 , 将以勇也。不足 , 将以无损也 。

不敢 , 将以求活也。无私 , 将以成其私也。不大 , 将以全其大也 。柔弱 , 将以不为物所胜

也。不自贵 , 将以贵也。无以生 , 将以生也 。知洼必盈 , 于是乎洼 。知弊必新 , 于是乎弊 。

知少必得 , 于是乎少 。知朴素之可以文 , 于是乎为朴素 。知溪谷之可以受 , 于是乎为溪谷 。

知皦之势必污 , 盈之势必溢 , 锐之势必折 , 于是乎为婴儿 , 为处子 , 为昏闷晦寂。曰忿 、

曰武 、曰争 、 曰伐 、 曰矜 , 凡物得以病之者 , 皆阉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 , 辩而示之讷 ,

巧而示之拙 , 雄而示之雌 , 荣而示之辱 。虽出一言 , 而不令尽其言 , 事则未极而先止也 。

故开物之所始 , 成物之所终 , 皆捭焉而不与 , 而置己于可以先 、可以后 、 可以上 、 可以下 、

可以进退 、 可以左右之地 。方始而逆其终 , 未入而图其出 , 据会而要其归 , 阅衅而收其利 ,

而又使人不见其迹焉 。虽天地之相荡相生 、相使相形 、 相倚相伏之不可测者 , 亦莫不在其

术中 , 而况于人乎? 故欲亲而不得亲 , 欲疏而不得疏 , 欲贵而不得贵 , 欲贱而不得贱 ,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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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不得利 , 欲害而不得害。其关键橐钥不可窥而知 , 其机纽本根不可索而得 , 其恍惚杳

冥不可以形象而抟执也。

到此为止 , 基本上是洋洋洒洒的泛论。再下面明显就是带有针对性的指斥了:

呜呼! 挟是术以往 , 则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节量天下之休戚 , 其终必至于误国而害民 ,

然而特立于万物之表而不受其责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时义 、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 , 而人亦

莫知夺之也 。

文章最后以勉励滕安上收尾 , 希望他 “不为老氏之退” , “慎其所以退” , “非如为老氏者之以术

欺世 、而以术自免者也” 。

这篇文章在元代较有知名度 , 也可以说是刘因的一篇名作 。元朝后期苏天爵编 《国朝文类》

就收录了此文。① 一般以为 , 此文后半段的影射对象 “彼” , 就是指许衡。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

其 《题许文正公集后》 、 《书刘文靖公退斋记后》 两篇文章中 , 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② 相关论述

又被转引到 《宋元学案》 卷 90 《鲁斋学案》 和卷 91 《静修学案》 中 , 更加扩大了影响。但总的

来说 , 全祖望的具体论证并不是很充分 , 因此有的学者谈到这件事时仍持怀疑态度。杜维明即

认为 , 《退斋记》 影射许衡的说法是难以确证的。③ 学术界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刘因研究专著 《刘

因评传》 一书 , 也不同意全祖望的观点 。④

我认为 , 在这个问题上 , 全祖望的看法无误 , 《退斋记》 确系影射许衡之作。

先看一下全祖望的论据。全氏的论据共有两条 , 都引自元人著述。一是杨俊民 《静修先生

祠堂记》 。杨俊民 , 字士杰 , 真定人 , 元文宗至顺元年 (1330)进士 , 官至国子祭酒。他曾受学

于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 (1270—1311), 因此对刘因十分尊崇。所撰 《祠堂记》 , 见载于 《刘文

靖公文集》 卷 27 《附录上》 。⑤ 其中有云:“先正得时行道 , 大阐文风 , 众人宗之如伊 、 洛 。先

生 (引者按:指刘因)斥之曰:`老氏之术也。' 详具 《退斋记》 。” 杨俊民所说的 “先正” 是否

即指许衡 ?商聚德 《刘因评传》 就此辩解说:“在元初 , `得时行道 、 大阐文风' 的大有人在 ,

怎么能一定说是指许衡呢 ?” 但是 , 如果结合 “众人宗之如伊 、洛” 一语来看 , 在元初思想界具

有 “伊 、 洛” 地位的 , 除许衡外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人 。全祖望的另一条论据是虞集 《安敬仲

文集序》 。虞集 (1272—1348), 字伯生 , 侨寓抚州崇仁 (今属江西)的蜀人 , 元朝后期文坛领

袖 , 是南方理学大儒吴澄的学生 , 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 , 其年辈要比杨俊民长一些。安敬仲 ,

是安熙的字。虞集此序见载于其文集 《道园学古录》 卷 6 , 又被苏天爵收入 《国朝文类》 卷 35

(题为 《安先生文集序》)。⑥ 这篇序虽然是为安熙文集所作 , 却有大段篇幅谈到刘因。其中说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 下同):

昔者天下方一 , 朔南会同 , 缙绅先生固有得朱子之书 、而尊信表章之者 。今其言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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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 , 家藏而人道之 , 其功固不细矣。而静修之言曰:“老氏者 , 以术欺世而自免者也 。阴

用其说者 , 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节量天下之休戚 , 其终必至于误国而害民 , 然而特立于万

物之表而不受其责焉 。而自以孔孟之时义 、 程朱之名理自居 , 而人莫知夺之也。” 观其考察

于异端几微之辨 , 其精如此。

虞集所引 “静修之言” , 当然是出自 《退斋记》 。他认为 《退斋记》 的影射对象是一位 “得朱子

之书 、而尊信表章之” , 使得朱熹学说 “衣被四海 , 家藏而人道之” 的 “缙绅先生” , 验诸史实 ,

这实在只差说出许衡的名字了。事实上 , 在其他文章中 , 虞集正是用几乎同样的话来正面描述

许衡 。《国朝文类》 卷 30虞集 《张氏新茔记》 :“许文正公衡 , 生乎戎马抢攘之间 , 学于文献散

逸之后 , 一旦得其 (引者按:指朱熹)书而尊信之 , 凡所以处己致君者 , 无一不取于此 。而朱

子之书遂衣被海内 , 其功讵可量哉 !” ① 《道园学古录》 卷 36 《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 :“世

祖皇帝时 , 许文正公实得朱子之书而表章之 , 而其言遂衣被于天下 。” ② 两相比较 , 前文的 “缙

绅先生” 就是许衡 , 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 只不过由于许衡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 在谈到其受批

评 、 被攻击时 , 为贤者讳 , 隐去姓名而已。③ 杨俊民所说 “先正” , 应当也是相同的情况 。

实际上 , 全祖望没有注意到 , 关于 《退斋记》 影射许衡一事 , 在刘因著述中可以找到一条

内证 。这就是另一篇文章 《蠢斋说》 :

近世士大夫多以顽钝椎鲁 、 人所不足之称以自号。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 , 亦非故为是

谦托而然也 , 盖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义有二焉。盖或病夫便儇狡厉之去道甚远也 ,

思欲自矫以近本实 , 于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与其失于彼也 , 宁失于是。此其设

心 , 于义为无所失也 。或为老庄氏之说者则不然 , 以为天下古今必如是 , 而后可以无营而

近道 、保啬而自全也 。此则择而取之 , 非不得已也 , 而其意则将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说行 ,

亦不过人人尚质 , 而于世固不为无益也。若不幸而此说一炽 , 则天下之人皆将苟简避事 ,

而其为害 , 庸有既乎 ? 呜呼! 一事之间 , 心术之微 , 其义利之分有如此者 , 不可不之察

也。④

本文写作年代不明 , 写作原因则与 《退斋记》 完全相同 , 即为友人屋宇作题记。文章最后提到

“蠢斋” 的主人是安肃 (今河北徐水)人刘仲祥 , 其具体事迹已不可考。但很明显的一点是 , 文

章中的议论并非针对刘仲祥 , 而是别有所指 。其批评对象 , 也与 《退斋记》 大体一致 , 即在

“老庄氏” 道家人生观影响下的 “保啬而自全” 、 “苟简避事” 一类自利行为及其所含 “心术之

微” 。具体人物 , 当然就出在 “以顽钝椎鲁 、 人所不足之称以自号” 的 “近世士大夫” 之中了 。

我们不清楚元初士人是不是有取 “顽斋” 、 “钝斋” 、 “椎斋” 别号的 , 但知道的确有一个人别号

“鲁斋” , 那正是许衡 。⑤ 刘因又有 《蠢斋》 诗:“莫倚蠢愚遂自疏 , 保身须要畏刑书。头边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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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文类》 卷 30 , 第 19b—20a页。

《道园学古录》 卷 36 , 第 10a 页。

许衡推动理学传播的功劳 , 在元代众口称誉 , 向无异辞。但关于他的学术造诣和个人作风 , 出自静修

(刘因)、 草庐 (吴澄)两大门派的学者则偶有贬语 , 不过这种贬语通常是委婉或间接的。 例如虞集在

上引 《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 中 , 正面称颂许衡一两句之后 , 话题一转说:“然而远域穷乡 , 执其

书而无师友之辨 , 功利进取之士窃其绪余以干时 , 乐为简易之说者 , 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 , 姑窃其名

以文其虚诞卤莽 , 而不可与入圣贤之域。” 实际上就是在贬斥许衡及其学派。

见 《刘文靖公文集》 卷 19 , 第 4b—5a页。

关于 《蠢斋说》 一文及其影射对象 , 就管见所及 , 似乎只有近人许同莘曾予注意。他指出:“静修讥时

人以椎鲁自号 , 盖即指鲁斋而言。” 但未详加论证。见许同莘:《公牍学史》 , 北京:档案出版社 , 1989

年 , 第 158 页。



儒冠在 , 谁为斋名赦得渠 ?” ① 这首诗应当仍是为刘仲祥所题 , 但诗中的嘲讽对象 、 第三人称

“渠” , 不大可能是刘仲祥 。相信此诗仍然是借题发挥 , 仍然是影射以 “顽钝椎鲁” 之称为斋名

的鲁斋先生许衡 。

全祖望 《书刘文靖公退斋记后》 分析 《退斋记》 的写作背景说:“岂当日文正 (许衡)辞左

辖 , 居祭酒 , 盖有见于道之难行 , 而姑思以儒官自安 , 故公 (刘因)以是诋之欤? ……由文靖

之言观之 , 则知苟非行道之时 , 必不当出 , 亦不当择地而居之。盖立人之朝 , 即当行道 , 不仅

以明道止 。不能行道而思明道 , 不如居田间而明道之为愈也。” 按许衡辞去中书左丞职务 , 改任

国子祭酒 , 事在至元八年三月 , 而 《退斋记》 的写作时间 , 如前所述 , 则在至元十三年八月十

六日 , 相隔将近五年半。如果说刘因对许衡五年半以前的行为念念不忘 , 耿耿于怀 , 作文追诋 ,

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我相信 《退斋记》 中滔滔不绝的议论更像是因近事而发。什么近事

呢? 那就是至元十三年七月 , 许衡从家乡怀州河内 (今河南沁阳)应诏复出 , 入都参加历法制

订工作。此时刘因正在保定容城 (今属河北)家中 , 距大都至河南的驿道很近。朝廷使臣南下

征召许衡 , 许衡奉诏北上 , 这些消息刘因很快就会知道 。他或许对元廷征召许衡的目的并不完

全了解 , 但无论如何 , 许衡是在归隐后复出了 , 而且此前即曾屡次归隐 , 屡次复出 (对此下文

另述)。在刘因看来 , 这实在是典型的 “老氏之退” , 属于 “以术欺世” , 遂有 《退斋记》 中激昂

慷慨的大段批评 。因此 , 全祖望对 《退斋记》 写作背景的推测 , 恐怕不尽准确 。

不过 , 当至元八年许衡 “辞左辖 , 居祭酒” 之时 , 劝说许衡彻底归隐 、 “居田间而明道” 的

也确有其人 , 此人是东平 (今属山东)人王旭。王旭 , 字景初 , 生卒年不详 , 成宗大德时尚在

世。《国朝文类》 卷 37载有王旭 《上许鲁斋先生书》 , ② 开篇称 “三月朔日 , 东平晚进王旭谨斋

沐裁书 , 顿首百拜 , 献于左丞先生阁下” 。信中先谈了一番作者对 “道学” (即理学)的理解 ,

感叹道学尚未被士人普遍接受 , “文风不振 , 士气卑陋” , “正道不明 , 士习乖僻” , 随之对许衡

提出大段规谏:

伏惟先生以道鸣世 , 践履于平昔者 , 皆三才之实学;发挥于事业者 , 皆三才之实用 。

箪瓢居陋巷 , 浩然无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 , 淡然无一毫之有余。其尧舜吾君 、 成康吾

民 , 盖胸中之素蕴。一谏不行 , 奉身而退 , 其出处进退 , 何其一于义而不苟 、 伸于道而不

屈也 !吾道有光 , 士气增重 , 其颓波之砥柱 、 冥途之日月与? 虽然 , 仆固以圣贤望先生 ,

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 , 则犹不能无疑 。何者 ? 孟子致齐卿之位 , 齐王欲中国而

授孟子 , 室养弟子以万钟 , 而孟子不可 , 以为辞十万而受万 。而先生之所以眷焉于此者 ,

其必有以处此矣 , 而旭也未闻其说焉 。何如返苏门之故隐 , 卧西山之白云 , 远续洙泗之微

言 , 近考伊洛之正派 , 使圣传不坠 , 后学有归 ?旭也不敏 , 请抠衣执笔 , 以书先生于文公

(引者按:指朱熹)之后 。狂言区区 , 唯先生怜其心 , 而略其愚妄之罪以进之 。幸甚!

据 《元史》 卷 7 《世祖纪四》 , 许衡解除左丞职务 、 改任国子祭酒的命令 , 发布于至元八年三月

二十二日 (乙酉)。王旭的书信 , 则写于三月初一日。大约此时许衡已有 “辞左辖 , 居祭酒” 的

打算 , 或是朝廷已有如此安排 , 仅尚未正式颁布而已。所以王旭既称许衡为 “左丞先生” , 又说

他 “一谏不行 , 奉身而退” 。但在王旭看来 , 许衡 “退” 得显然不够彻底 , 因此自己 “犹不能无

疑” 。他随即引用了 《孟子·公孙丑下》 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孟子辞去齐卿之位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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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 《刘文靖公文集》 卷 15 , 第 1b页。

见 《国朝文类》 卷 37 , 第 16a—19b 页。王旭作品今存 《兰轩集》 十六卷 , 系清四库馆臣由 《永乐大

典》 中辑出 , 但其中未收 《上许鲁斋先生书》。



回家 , 齐王提出挽留方案 , 在国都中给孟子一间房屋 , 用万钟之禄养活他的门徒 , “使诸大夫国

人皆有所矜式” 。孟子予以拒绝 , 说:如果我想发财 , 何必辞去齐卿的十万钟俸禄而接受这区区

一万钟的赐予呢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孟子集注》 卷 4就此解释说:“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 ,

则其义不可以复留……又有难显言者 , 故但言设使我欲富 , 则我前日为卿 , 尝辞十万之禄 。今

乃受此万钟之馈 , 是我虽欲富 , 亦不为此也。”① 王旭引用这个故事来规谏许衡 , 实在是再贴切

不过了 。对 《四书集注》 “敬信如神明” ② 的许衡 , 一眼就会看出其中寓意 。在王旭看来 , 许衡

与孟子状况一样 , 也是 “既以道不行而去 , 则其义不可以复留” , 不理解他为什么仍然 “眷焉于

此” , 建议他 “返苏门之故隐 , 卧西山之白云” , 彻底与政治划清界限。当然 , 如我们所知 , 许

衡并没有接受王旭的建议 , 而是接着做了三年国子祭酒 , 因办学经费不继 , 方于至元十年辞官

回乡 。之所以征引王旭的这封书信 , 是因为联系起来看 , 它使我们更易于理解刘因 《退斋记》

的内容 , 更加相信 《退斋记》 是影射许衡之作 。二文写作时间虽相隔近五年半 , 但论述内容都

是理学家的出处进退问题 , 只不过王旭是对许衡正面规谏 , 刘因是对许衡侧面攻击而已 。③

顺便还应指出 , 《退斋记》 影射许衡之说 , 并非全祖望独具慧眼的发明 。在元代 , 许衡地位

特殊 , 因此虞集 、 杨俊民谈到 《退斋记》 , 只能作出闪烁其词的暗示 。而到明代 , 许衡不再是

“本朝儒宗” , 学者谈到他受刘因攻击一事 , 就没什么顾忌了。明中期学者罗钦顺评论说:“刘静

修之讥许鲁斋 , 颇伤于刻 。” ④ 虽未明言 , 但所指肯定是 《退斋记》 , 至少包括 《退斋记》 在内 。

有趣的是 , 发生在明孝宗弘治十二年 (1499)、 断绝了著名才子唐伯虎 (唐寅)功名之途的一次

科场案 , 竟然也与 《退斋记》 有直接关系 。这一年科举会试结束后 , 言官弹劾主考程敏政向举

人徐经 、 唐寅泄露试题 , 程敏政被迫致仕 , 愤恨而卒 , 徐经 、唐寅黜充吏役。据徐经招供 , 此

前他与唐寅问学于程敏政 , 讨论到科举第三场策论可出的一些题目 , 因而与唐寅拟作文字 , 流

传于外。不料程敏政果真被点为会试考官 , 所出策论题中含有他们以前讨论过的题目 , 遂被怀

疑 “卖题” , 实则并非事先有意泄露。⑤ 当时引发攻讦的策论题是这样的:

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 , 非问之审 、 辨之明 , 则无所据以得师 , 而为归宿之地矣 。

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 、与程子相望而兴者 , 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 、 得程子

相传之的者 , 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 、 专师孟子者 , 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

《小学》 、 《大学》 、 私淑朱子者 , 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 , 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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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 北京:中华书局 , 1983 年 , 第 247—248 页。司马光也曾讨论过这个故事 , 指

出齐王对孟子的态度是 “不能行其道 , 而徒欲尊之以为名” , 故而孟子 “以为不义而不留也” 。见司马

光:《司马温公文集》 卷 71 《功名论》 , 四部丛刊本 , 第 1b—5b 页。

许衡:《鲁斋遗书》 卷 9 《与子师可书》 ,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本 , 第 4a页。

没有证据表明王旭与刘因相识 , 但他们两人至少有共同的朋友。 蓟州玉田 (今属河北)人杨时煦

(? —1271), 字春卿 , 号庸斋 , 隐居教授 , 有名于时 , 元初官至兴文署丞。杨时煦是刘因的父执辈 ,

与刘因虽未曾谋面 , 但对他十分关心。刘因与其子杨遇有交往 , 并在杨时煦卒后七年为撰 《玉田杨先

生哀辞》 (见 《刘文靖公文集》 卷 21 , 第 13a—14b 页)。王旭似乎与杨时煦的关系也不寻常 , 有五古

《挽杨庸斋先生诗》 、 七律 《挽杨庸斋先生》 , 见王旭:《兰轩集》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卷 2 , 第 13b—

14a页;卷 6 , 第 2b—3a 页。另外 , 忽必烈曾赐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 真定藁城人王庆端 (1225—

1304)一根西域进贡的玉杖 , 刘因在去世前夕为撰 《赐杖诗序》 (《刘文靖公文集》 卷 17 , 第 10b—11b

页)。而 “赐杖诗” 的作者就包括王旭 , 见 《兰轩集》 卷 9 《御赐玉杖诗卷》 , 第 17a 页。

罗钦顺:《困知记》 续卷上第 66 章 , 阎韬点校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0 年 , 第 75 页。

见 《明孝宗实录》 ,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 , 卷 147 弘治十二年二月丁巳 , 第 9b—10a 页;卷

151弘治十二年六月己丑 , 第 1a—b 页。有关此事始末 , 可参阅张德信:《明代科场案》 , 《明史研究》

第 7 辑 , 合肥:黄山书社 , 第 135—145 页。



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 , 然真知其似伯夷 、 似展季 、疑于

禅 、 疑于老者 , 果何在耶 ?请极论之 , 以观平日之所尝究心者 。①

据时人陈洪谟分析 , 这道题的难点就在于 “有从事于 《小学》 、 《大学》、 私淑朱子者 , 或疑其出

于老” 一句。而此句所指实为许衡 , 其用典 “出刘静修 《退斋记》 , 士子多不通晓” 。② 这样一道

难题 , 徐经 、唐寅事先拟作 , 自然有作弊嫌疑了 。明末查继佐谈到此事时明确认为:“贿题……

许鲁斋一段 , 出刘静修 《退斋记》 , 通场莫解 , 独经与寅合式 , 属敏政消息无疑。”③ 此案真情暂

置不论 , 它至少告诉我们 , 《退斋记》 影射许衡一事 , 明代有一些博学的读书人是了解的 。当然

了解的人很少 , ④ 否则不会 “通场莫解” , 并且引发攻讦。总之 , 《退斋记》 确为影射许衡而作 ,

这一点元人很清楚 , 但碍于许衡的地位 , 不便明言 。明代仍有学者了解此事 。到全祖望 , 只是

明确加以阐述而已。

二　许衡的出处进退

初看许衡的履历 , 我们会发现 , 《退斋记》 对他的批评不无根据。许衡始入仕途 , 是在四十

六岁时即蒙古宪宗四年 (1254), 被征为京兆 (今陕西西安)教授 。京兆是忽必烈的分地 。次

年 , 忽必烈的近臣畏兀儿人廉希宪宣抚关中 , 推荐许衡为京兆提学 , 许衡坚辞不受。宪宗八年 ,

离任返家 。这五年的教授生涯 , 严格说来算不上从政 , 但却是许衡与忽必烈产生联系的开端 。

中统元年 (1260), 忽必烈即汗位 , 寻即征召许衡入朝 , 自此许衡开始了他在政坛上的 “屡进屡

退” 。据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 卷 8 《左丞许文正公》 , 从这一年直到许衡去世的前一年至元十

七年 , 二十年间 , 许衡凡五度在朝 , 五次归隐。简况如下:

第一次在朝:中统元年五月 , 应召北上 。二年九月 , 以疾辞归老家怀孟。

第二次在朝:中统三年九月 , 应召北上 。至元元年正月 , 辞归。

第三次在朝:至元二年十月 , 应召北上 , 奉诏入中书省议事。四年正月 , 辞归 。

第四次在朝:至元四年十一月 , 应召北上。六年 , 参与更定官制。七年正月 , 拜中书

左丞 。八年三月 , 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十年七月 , 辞归。此次在朝近六年 , 是许

衡在朝时间最长的一次 , 随后家居三年 , 也是中统元年以来他在家时间最长的一次 。

第五次在朝:至元十三年七月 , 应召北上修历。十五年三月 , 授集贤大学士兼教领太

史院事。十七年春 , 历成 。八月 , 辞归 。次年三月去世。

可见 , “屡进屡退” 的确是许衡政治生涯的主要特征 。⑤ 许衡去世后 , 翰林学士承旨王磐为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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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程敏政:《篁墩文集》 卷 10 《会试策问三》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第 30a—b 页。

陈洪谟:《治世余闻》 上篇卷 2 , 盛冬铃点校 , 北京:中华书局 , 1985 年 , 第 16页。

查继佐:《罪惟录》 列传卷 32 《列朝诸臣逸传·程敏政》 ,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1986 年 , 第 2740

页。

何乔新:《椒丘文集》 卷 30 《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丘公 (濬)墓志铭》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第

27b—33b 页)载:“公……弱冠著论 , 谓许文正公仕元 , 无能改于其俗 , 又不得信已之道 , 不仕可也。

耆儒硕师见其论 , 初甚骇之 , 已而又大服 , 以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显然他们都没有读过刘因 《退斋

记》 或王旭 《上许鲁斋先生书》。

耶律有尚 《许衡考岁略》 (见 《鲁斋遗书》 卷 13 , 第 21b—32b 页 , 以下简称 《考岁略》)说许衡 “建元

以来 , 十被召旨 , 未尝不起” 。这一说法不尽确切。忽必烈建元即位以后 , 许衡五次被召 , 又五度归

隐 , 其出入时间皆明见于史料记载 , 并无 “十被召旨” 之多。“十被召旨” 一说 , 应当是包括了忽必烈

潜邸时期对许衡的几次征召 (召为京兆教授 、 京兆提学等等)而言的。至元三年许衡第三次在朝期间 ,



像赞 , 将许衡形容为忽而 “躬耕太行之麓” , 忽而 “判事中书之堂” 的高人 , 说他 “随时屈伸 ,

与道翱翔” , “布褐蓬茅 , 不为荒凉;珪组轩冕 , 不为辉光” 。① 元末欧阳玄奉诏为许衡作代表官

方观点的神道碑 , 也指出他 “君召辄往 、进辄思退” 的特点。② 明儒薛瑄则评论许衡 “视富贵如

浮云” 、 “去就从容” , 谓其 “召之未尝不往 , 往则未尝不辞” 是 “善学孔子者也”。③ 以上都是正

面的评价 。但换个角度看 , 这种 “君召辄往 、进辄思退” 、 忽进忽退 、 半进半退的政治态度 , 并

不是每个人都能从正面理解的 , 因此才会有王旭的规谏和刘因的批评 。许衡晚年曾忏悔说:“我

生平为虚名所累 , 竟不能辞官 。” 要求家人在他死后 “慎勿请谥 、立碑 , 必不可也 , 但书 `许某

之墓' 四字 , 令子孙识其处足矣” 。④ 可见 《退斋记》 一类负面议论对许衡造成的心理压力并不

算小 。

那么 , 许衡为什么会有屡进屡退之举呢? 果真如 《退斋记》 所言 , 是 “济其术而自利” 、

“以术欺世” 的道家处世方式吗?

作为一个士人和理学家 , 许衡对政治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度有十分乐观的行道用世理想 。

《鲁斋遗书》 卷 11 《赠窦先生行二首》 之二云:

莫厌风沙老不禁 , 斯民久已渴商霖! 愿推往古明伦学 , 用沃吾君济世心 。甫治看将变

长治 , 呻吟亦复化讴吟。千年际会真难得 , 好要先生着意深。⑤

窦先生即许衡的好友窦默 (1196—1280), 他于蒙古海迷失后元年 (1249)被忽必烈聘入幕府 ,

许衡的送别诗应当就作于此时 。⑥ 在大蒙古国统治下 , 汉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 士大夫只能

寄希望于忽必烈这样的 “贤王” , 许衡写出上面的诗不算奇怪。然而当五年之后他被忽必烈聘为

京兆教授时 , 或许是出于理学家的矜持 , 却百般推辞。⑦ 任教授后 , 廉希宪推荐他为京兆提学 ,

他又以不谙 “举业” 坚拒 。⑧ 中统元年 , 忽必烈刚刚即位 , 即召许衡入朝 , 按说此时许衡的 “千

年际会” 已经来临 , 他大可努力实现 “推往古明伦学” 、 “沃吾君济世心” 的理想 。但是 , 许衡

很快体会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忽必烈对 “汉法” 的推行 , 是不彻底和有保留的;对士人的重

用 , 也明显倾向于王文统一类 “尚霸术 、 要近利”⑨ 的人物 。窦默在觐见忽必烈时面斥王文统

“学术不正 , 久居相位 , 必祸天下” 。忽必烈问谁可为相 , 窦默说:“以臣观之 , 无如许衡。” 忽

必烈 “不怿而罢” 。 10 在这种情况下 , 许衡难在朝中立足 , 不久遂辞职返乡。此后他几度复出 ,

参与了一些制度创建工作 , 但总体来说 , 对政局的悲观失望情绪有增无减 。王文统虽以涉嫌谋

反被诛 , 但忽必烈又开始重用回回敛财之臣阿合马 , 对儒臣日渐疏远。至元三年 , 许衡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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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上奏疏 《时务五事》 (见 《鲁斋遗书》 卷 7 , 第 1a—16b 页 , 又 《国朝文类》 卷 13 , 第 1a—17a页), 其

中说 “以臣之不才 , 亦叨宠遇 , 自甲寅 (1254)至今十有三年 , 凡八被诏旨” , 可为佐证。

①　王磐:《鲁斋先生画像赞》 , 《国朝文类》 卷 18 , 第 9b 页。

欧阳玄:《圭斋文集》 卷 9 《元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赠正学垂宪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

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正许先生神道碑》 (以下简称 《许衡神道碑》), 四部丛刊本 , 第 1a—9b 页。

《鲁斋遗书》 卷 14 《先儒议论·薛文清公读书录》 , 第 3b—4a页。

耶律有尚:《考岁略》 。

见 《鲁斋遗书》 卷 11 , 第 13a页。

参阅陈高华:《论窦默》 , 《中国史研究》 1995 年第 2 期 , 第 116—125 页。陈文形容许衡的送行诗说:

“推崇之意 , 羡慕之心 , 溢于言表。”

参阅 《鲁斋遗书》 卷 9 《与子声义之》 , 第 4b—5a页。

参阅 《鲁斋遗书》 卷 9 《辞免京兆提学状》 , 第 1b 页;同卷 《与仲晦仲一》 , 第 5b—6b 页。

《元史》 卷 140 《铁木儿塔识传》 , 北京:中华书局 , 1976年 , 第 3374 页。

《元史》 卷 158 《窦默传》 , 第 3731—3732页。



在朝期间 , 向忽必烈呈上了著名奏疏 《时务五事》 。奏疏批评汉化改革缺乏长远规划 , “日计有

余而岁计不足” , “无一定之论” , 并对元朝汉化进程作了比较悲观的估计 , 认为 “非三十年不可

成功” 。① 在给窦默的一封辞荐信中 , 许衡写道:

老病侵寻 , 归心急迫 , 思所以上请 , 未得其门也 。迩来相从 , 实望见敎 , 不意复有引

荐之言 , 闻之踧踖 , 且惊且惧……治非一日之为也 , 其来有素矣……究而言之 , 莫非命也 。

命之所在时也 , 时之所向势也 。势不可为 , 时不可犯……或者横加己意 , 欲先天而开之 ,

拂时而举之 , 是揠苗也 , 是代大匠斫也 。揠苗则害稼 , 代匠则伤手。是岂成己成物之道哉 ?

……今先生直欲以助长之力 , 挤之伤手之地 , 是果相知者所为耶?②

此信写作年代不详 , 但从开篇 “老病侵寻 , 归心急迫” 一语来看 , 应当是作于某次辞职返乡前

夕。同样是写给窦默 , 昔日 “甫治看将变长治 , 呻吟亦复化讴吟” 的乐观思想 , 此时已消失得

无影无踪 。前后情绪变化 , 真有云泥之别。

许衡在朝情绪悲观 , 除对政局失望外 ,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 那就是忽必烈对他始终不甚赏

识。由于许衡身后地位的抬高 , 他与忽必烈的 “君臣遇合之契” 往往被元人夸大。③ 实际上 , 在

忽必烈即位前搜罗的 “潜邸旧侣” 中 , 许衡只是一个外围或边缘成员 , 地位明显不及他的好友

姚枢和窦默 , 更远不如刘秉忠一类权谋术艺型人物。这段时间许衡是否见过忽必烈 , 都是值得

怀疑的。④ 《考岁略》 记载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后召见许衡 , 询问其 “所学” 、 “所长” 、 “所能” ,

完全像是初次见面的谈话 。又载当时王文统秉政 , “深忌雪斋 (按指姚枢)诸公 , 以先生素无因

缘而弗惮也” 。“素无因缘” 一语 , 颇能反映许衡在忽必烈 “潜邸” 集团中的地位。至元三年二

月 , 许衡第三次在朝期间 , 复获忽必烈召见 , “面奉德音” 。《考岁略》 记载 “德音” 的内容 , 有

云 “人皆誉汝 , 想有其实” , 又云 “谓汝年老未为老 , 谓汝年小不为小 , 正当黾勉从事 , 毋负汝

平生所学” 。言语颇乏礼貌 , 而且表明此时忽必烈对许衡仍然不甚了解 , 只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

对许衡的称誉之词 , 处于将信将疑之中 。此后近一年内 , 许衡与忽必烈接触较多 , “屡蒙访问” ,

奏疏 《时务五事》 即上于此时 。后来第四次入朝 , 参定官制 , 进拜中书左丞 , 为许衡一生政治

事业的顶点。但即使此时 , 许衡仍未真正感受到忽必烈的知遇 。他推辞左丞职务说:“臣之所学

迂远 , 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陛下知臣未尽 , 信臣未至 , 直以虚名误蒙采擢。”⑤ 虽当时辞

呈未准 , 但左丞只做了一年多 , 终于辞政从教 。君臣意见 “未尽吻合” 的原因 , 主要是忽必烈

在政治上功利思想浓厚 , “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 , 终其身未尝少变” , ⑥ 对理学家的道德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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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鲁斋遗书》 卷 7 《时务五事》 , 第 1a—16b 页。

《鲁斋遗书》 卷 9 《与窦先生》 , 第 2a—3a 页。

“君臣遇合之契” 是欧阳玄在 《许衡神道碑》 中的评论。明儒薛瑄则说:“世祖虽不能尽行鲁斋之道 ,

然待之之心极诚 , 接之之礼极厚 , 自三代以下 , 道学君子 , 未有际遇之若此也。” 就更加夸张失实了。

见 《鲁斋遗书》 卷 14 《先儒议论·薛文清公读书录》 , 第 5a页。

苏天爵曾记载:“初 , 世祖皇帝受封食邑于秦 , 至征大理 , 祃牙于斯。 首聘鲁斋 , 见于六盘山下 , 命教

授京兆子弟。” 见 《滋溪文稿》 卷 30 《题鲁斋先生手书后》 , 第 504 页。 据此在许衡出任教授之前 , 已

获忽必烈召见。但此说十分可疑。耶律有尚 《考岁略》 未曾述及此事 , 相反却记载许衡出任教授前居

于辉州 (今河南辉县)苏门 , 为避教授之聘 , 还一度躲避到大名 (今属河北)。如果他在此前曾远赴六

盘山觐见忽必烈 , 《考岁略》 失载如此大事 , 未免于理不通 , 而且许衡躲到大名避聘教授一事 , 也不好

理解了。

耶律有尚:《考岁略》 。

赵翼:《廿二史札记》 卷 30 “元世祖嗜利黩武” 条 , 北京:中国书店 , 1987年 , 第 429—430 页。



之说 , 视为迂腐 , 不予重视 , 甚至并不理解 。① 而许衡所长 、及其为时人所重 , 恰恰在后一方

面。《考岁略》 说他 “每入奏对 , 以格君心为己任” 。魏初 《许左丞哀挽》 诗序:

至元戊辰 (引者按:至元四年), 尝从先生入京。见先生敷奏 , 如学知生知之说 、 人心

道心之论 , 皆款曲至到。虽承诘问 , 辞气自如。②

胡祗遹 《挽许左丞鲁斋》 :

忆昔朝廷求直言 , 奇谟伟画争后先。对病之药不易得 , 大策与众殊相悬 。不从事事论

得失 , 清流莫若先澄源。曰心曰性阐圣学 , 敷陈详悉登经筵 。惟先格王正厥事 , 此心一片

金石坚。当年群儒那解此 ?迂阔讥议何绵绵 。陶钧高志惜未遂 , 沁南养疾桑麻田……③

许衡讨论问题 “不从事事论得失” , 而要 “曰心曰性阐圣学” , 大讲 “学知生知之说 、 人心道心

之论” 。对此视为 “迂阔” 的恐怕不仅仅是 “当年群儒” , 首先是忽必烈本人。所以忽必烈后来

会对许衡的学生 、康里贵族不忽木说:“曩与许仲平论治 , 仲平不及汝远甚。先许仲平有隐于朕

耶? 抑汝之贤过于师耶?”④

既然如此 , 屡退之后为何又会屡进 ? 首先需要指出 , 忽必烈虽对许衡不甚欣赏 , 但由于他

名气较大 , 并且为人耿直 (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到), 也不愿与其过分疏远 , 仍希望让他发挥一些

作用 。在忽必烈看来 , 许衡在具体政见上虽然迂阔 , 但他讲的纲常伦理之道 , 仍有很大利用价

值。据称忽必烈 “雅知崇尚 《四书》” , 并曾对侍臣说:“孔子之道 , 三纲也 , 五常也。彼缀辑诗

赋者 , 皆为伪耳 。”⑤ 这大约多少是受到了许衡的影响 , 至少表明两人之间有一定的共同语言 。

因此许衡每次退隐后 , 忽必烈又总是遣使前去征召 。而在许衡一方 , 自从受聘担任京兆教授起 ,

即与忽必烈确立了君臣名分 。他对忽必烈和蒙古政权的忠诚 , 此后从未动摇 。许衡为人平易 ,

从政态度也有务实的一面 。他曾说:“舍苗不耘 , 固为有害 , 助而揠之 , 其害甚大 。”⑥ 虽以 “得

君行道” 为理想 , 但如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 也不妨做一些客观条件允许 、 力所能及的工作 ,

故又称:“君子于富贵 、 贫贱 、夷狄 、 患难之间 , 惟为其所当为 , 随其身之所寓 , 坦然安舒 , 无

所入而不自得。”⑦ 薛瑄评价许衡 “盖真知实践者也” 。何瑭则总结他 “学以躬行为急 , 而不徒事

于言语文字之间;道以致用为先 , 而不徒急乎性命之奥” 。⑧ 唯其强调 “实践” , 所以不轻易放弃

“躬行” 、 “致用” 的机会 。至元八年辞政从教时 , 即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 说:“此吾事也 。国人

子大朴未散 , 视听专一 , 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 , 将必为国用。”⑨ 此时他已年逾花甲 , 却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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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姚大力指出:“对于传注之学与理学 (它们都 `治经讲孔孟之道' )的区别 , 忽必烈也许从来不曾弄清

楚过。” 他将忽必烈对儒臣的使用归结为 “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而超越学派观点的用人方针” , 这一

看法是有道理的。见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 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 第 2 辑 , 北

京:中华书局 , 1983 年 , 第 217—224 页。

见魏初:《青崖集》 卷 2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第 22a页。

见胡祗遹:《紫山大全集》 卷 4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第 30b 页。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 卷 7 《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赠纯诚佐理

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贞康里公碑》 , 四部丛刊本 , 第 16b—21b页。

李师圣:《汴梁泮宫修复石经记》 , 原载成化 《河南总志》 卷 14 、 及光绪 《祥符县志》 卷 20 , 转引自

《全元文》 第 24 册 ,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2001 年 , 第 169—171 页。

《鲁斋遗书》 卷 9 《与张左丞》 , 第 16a 页。

《鲁斋遗书》 卷 5 《中庸直解》 , 第 17a 页。

《鲁斋遗书》 卷 14 《先儒议论·薛文清公读书录》 , 第 3b 页;同卷 《郡人何瑭表彰文正公碑记》 , 第 22a

页。

《元史》 卷 158 《许衡传》 , 第 3727 页。



居于学中 , “朝夕莅事 , 略无老人疲倦之意” 。① 在这种心态下 , 对于王旭 “辞十万而受万” 的批

评 , 自然是听不进去了。至元十三年家居被召 , 是因为忽必烈要制定历法 , 许衡以能 “明历理”

得到张文谦 、张易 、 王恂 、郭守敬诸人合辞推荐 。在许衡看来 , 制定历法当然是国家大事 , 因

此不辞劳苦 , 力疾前往 , 不料却遭到了刘因 《退斋记》 的严厉抨击 。

从史料中反映的情况看 , 许衡同时代人对他的人品 , 几乎众口一致地赞誉 。《考岁略》 记载

蒙古贵族 、右丞相安童拜会许衡后 , “心悦诚服 , 念念不释者累日” , 对身边的人说:“若辈自谓

相去几何 ?盖什百而千万也 , 是岂缯缴之可及耶 !” 又载著名文士王磐 “襟宇盖世 , 少所许可 ,

独敬礼先生 (指许衡)” , 与许衡谈话时每云:“先生神明也 , 磐老矣 , 徒增愧缩耳 。” 甚至反面

人物阿合马在与许衡辩论时也说:“人所嗜好者势利爵禄声色 , 公一切不好 , 欲得人心 。” 这些

话见于许衡学生笔下 , 自然有过誉之嫌 , 但似乎也不能视为完全编造 。魏初挽诗云:“学道躬行

意味真 , 爱君辞气见忠纯 。千秋万古先贤传 , 合作中朝第一人。”② 王恽作画像赞 , 称颂许衡是

“屹倾波之砥柱” , “天下至诚” , “魁然真辅” 。③ 《元朝名臣事略》 卷 9 《太史王文肃公》 引杨文

郁 《王恂墓志》 :

公 (王恂)……与人少许可 , 虽权贵未尝假以辞色 , 刚稜疾恶 , 至负高气以忤之 。既

与许公 (许衡)同太史院 , 谓人曰:“先贤吾不得而见之 , 今得许公可矣。” 渐磨之久 , 德

宇为之一变 。④

魏初 、王恽 、杨文郁都不是理学中人 , 他们的评价或记载 , 应当较有可信度。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 , 许衡还以性格耿直为时人所称 。忽必烈初即位时召其入都 , 就是窦默将他作为当代 “魏征”

推荐的结果。⑤ 王恽 《论左丞许公退位奏状》:

伏见左丞许公衡 , 师心 《大学》 , 养气至刚 , 独立危言 , 清苦自守 , 挺然有 “蹇蹇匪

躬” 之操 , 方之古人 , 不可多得 。且自立中省 , 迄今十有二年 , 前后相臣 , 如衡竭尽者多

矣 , 未若许之切直敢言 、 不以荣贵为心者。⑥

《考岁略》 形容许衡的辞官是 “不肯枉尺直寻” , 欧阳玄 《许衡神道碑》 也惋惜地说:“方世祖急

于亲贤 , 而先生笃于信已 , 以是终无枉尺直寻之意。” 按 “枉尺直寻” 一语 , 出自 《孟子 ·滕文

公下》 , 意谓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 (八尺为一寻), 比喻为了大有所获 , 不妨小有所屈。在 《考

岁略》 、 《神道碑》 作者看来 , 许衡要是愿意 “枉尺直寻” , 圆滑一点 , 根本不必遭遇屡进屡退的

坎坷 。以上这些评价 、描述 , 实在难以同 《退斋记》 所云 “济其术而自利” 、 “以术欺世” 的老

氏之徒联系在一起。商聚德正是从这个角度反驳 《退斋记》 影射许衡的说法。他指出:“许衡的

`辞左辖 、 居祭酒' 能说是老氏之术吗 ?恐怕不能……许的为人是颇为廉直方正的……并不贪恋

高位 , 居官也是尽职尽责的 , 谈不到什么 `以术欺世' 的问题。”⑦ 这段话大体无误 , 但由此认

为 《退斋记》 的影射对象并非许衡 , 在逻辑上不足以成立 。许衡没有 “以术欺世” , 并不能保证

《退斋记》 作者不会对他产生这一类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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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虽然许衡确有 “屡进屡退” 之举 , 《退斋记》 所言似乎有据 , 但如果更具体细致地了

解许衡其人其事 , 就会感到 , 《退斋记》 的批评作为诛心之论 , 未免求之过深 , 责之过苛 , 如罗

钦顺所言 , “颇伤于刻”。① 客观地讲 , 许衡的屡进屡退 , 主要反映出他在 “忠君” 与 “明道” 两

大原则间的痛苦徘徊 , 很难说是权谋心术的表现。 《考岁略》 在总结许衡仕途经历时自信地说:

“先生……于利名纷华 , 畏若探汤 , 诚心自然 , 天下信之 。” 但从 《退斋记》 来看 , 所谓 “天下

信之” , 并未完全做到 。尽管许衡也曾义正辞严地指责老子的学说 “与吾儒全别” , “多隐伏退

缩 , 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 , ② 但他自己却终于未能逃脱 “老氏之术” 的批评 。③ 这也可以算是

许衡生平的一大遗憾了。

三　刘因的出处进退

《退斋记》 一文认定许衡 “以术欺世” 。这方面的误解和成见 , 与作者刘因个人的经历 、性

格 、 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刘因幼有异禀 , 是一位神童。苏天爵 《刘因墓表》 记载说:“先生天资绝人 , 三岁识书 , 日

记千百言 , 随目所见 , 皆能成诵。六岁能诗 , 十岁能属文 , 落笔惊人。”④ 他年轻时曾从南宋儒

生砚弥坚受业 , ⑤ 但后来的学术路径究竟受砚弥坚影响多大还不好断定 , 似乎更多的是自己摸索

而致 , 故尝有诗称:“平生自恨无师友 , 千古空闻圯下风。”⑥ 《刘因墓表》 则云:“先生年未弱

冠 , 才气超卓 , 日阅方册 , 思得如古人者友之 。” 至元四年十九岁时 , 作 《希圣解》 一文 , 自称

在梦中受到拙翁 (按指周敦颐)、 无名公 (指邵雍)、诚明中子 (指张载)的训导 , 因而立下了

“希圣” 、 “希天” 的志向 ,⑦ 这是刘因理学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标志 。此后讲学授徒 , 终成一代名

儒。

学者已经注意到 , 尽管许衡 、 刘因并称元代北方理学两大代表人物 , 但二人的学术渊源不

尽相同。许衡三十四岁时 , 获读程颐 《易传》 和朱熹的多种著作 , 由此改宗伊洛之学 , 治学

“一以朱子之言为师” , ⑧ “嗜朱子学不啻饥渴 , 凡指示学者 , 一以朱子为主 。或质以他说 , 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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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统治时期的三教》 , 载前揭 H ok-lam Chen and Wm.Theodo re de Bary (eds.), Yuan Thought: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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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2000 年 , 第 254—289 页。

苏天爵:《滋溪文稿》 卷 8 《静修先生刘公墓表》 (以下简称 《刘因墓表》), 第 110—114 页。

砚弥坚 (1212—1289), 字伯固 , 应城 (今属湖北)人。 被南伐蒙古军俘至北方 , 侨寓真定 , 教授为

生 , 事迹见 《滋溪文稿》 卷 7 《元故国子司业砚公墓碑》 , 第 106—109 页。 13 世纪上半叶程朱理学在

北方传播的关键人物赵复 , 就是同砚弥坚一起被俘虏到北方的。砚弥坚与理学传播应当也有一定的关

系。

《刘文靖公文集》 卷 14 《癸酉新居杂诗九首》 之三 , 第 2a页。癸酉为至元十年 , 这一年刘因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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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且专主一家 , 则心不乱。' ”① 刘因则出生较晚 , 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相对安定 , 有机会广泛

涉猎理学诸儒的著述 。此时他年纪尚轻 , 学习 、 接受能力较强 , 加上天资聪颖 , 因此能够兼采

诸家 , 自有去取。 《元史》 本传载: “及得周 (敦颐)、 程 (颢 、 颐)、张 (载)、 邵 (雍)、朱

(熹)、吕 (祖谦)之书 , 一见能发其微 , 曰: `我固谓当有是也 。' 及评其学之所长 , 而曰:

`邵 , 至大也;周 , 至精也;程 , 至正也;朱子 , 极其大 , 尽其精 , 而贯之以正也。' 其高见远

识率类此 。”② 元末人赵汸云:

初 , 国家既收中原 , 许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书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 , 遂以

其说教胄子 , 而后王降德之道复明。容城刘公又得以上求周 、 邵 、 程 、 张所尝论著 , 始超

然有见于义理之当然 、发于人心而不容己者 。故其辨异端 、 辟邪说 , 皆真有所据 , 而非掇

拾于前闻。出处进退之间 , 高风振于天下 , 而未尝决意于长往 , 则得之朱子者深矣 !③

也就是说 , 由于刘因能由朱学 “上求周 、 邵 、 程 、 张” , 因此才会 “超然有见” , “真有所据” ,

“得之朱子者深” 。袁桷也说:“保定刘先生因 , 笃志独行 , 取文公书会粹而甄别之 , 其文精而

深 , 其识专以正。”④ 含义大体相同 。这样 , 许 、 刘二人的学术造诣 , 就有了高下之分。许衡

“得朱子数书于南北未通之日” ,⑤ 本未能窥朱学之全体 , 又没有做到兼采诸家 , 会粹甄别 , 故而

“所业者不外 《小学》、 《四书》” , ⑥ 论学缺乏深度和创造 , 以至被黄百家讥为 “所见只具粗

迹” 。⑦ 刘因则在这方面一向受到较高评价。据 《刘因墓表》 记载 , 与刘因同岁但晚卒四十年的

南方理学大儒吴澄 , “于海内诸儒最慎许可” , 惟对刘因 “独知尊敬” 。虞集则说:“予观于国朝

混一之初 , 北方之学者高明坚勇 , 孰有过于静修者哉 ?诚使天假之年 , 逊志以优入 , 不然使得

亲炙朱子 , 以极其变化充扩之妙 , 则所以发挥斯文者 , 当不止是哉 !”⑧

刘因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 。后人谓其 “俯视一世 , 藐焉不满 , 其风节孤峻 , 真有凤凰翔于

千仞之意” 。⑨ 他曾经在自己的画像上写下这样的题词:“所以承先世之统者 , 如是其孤;所以当

众人之望者 , 如是其虚。呜呼危乎 !不有以持之 , 其何以居?” 10 刘因是其父四十多岁才生的独

子 , “承先世之统者 , 如是其孤” 当然主要应从这方面理解。不过联系到他对理学诸儒的 “发

微” 品评 , 以及 《希圣解》 所载周敦颐等人对他 “希圣” 、 “希天” 的教诲 , 所谓 “先世之统”

恐怕多少也有道统的寓意在内 。然而在当时北方大多数学者的眼中 , 承继理学道统的人却是年

长位尊的许衡。刘因本来就 “平生极罕许可” , 11 后人对刘 、 许学术造诣的不同评价 , 当时的人

虽不一定都能体会到 , 但刘因自己肯定有着深切感受。因此他对于许衡 , 缺乏对前辈的尊敬和

对同道的支持 , 相反却颇有鄙夷敌视之意。“朝廷别有真儒在 , 莫道斯文赖我扶!” 12 这样愤懑不

平的诗句 , 应当主要是针对许衡的 。传世刘因著述中几乎从未正面提到许衡 , 绝非偶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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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斋记》 中对许衡的成见 , 也就易于解释了 。

刘因很早就选择了不求仕进的隐居生活。 《刘因墓表》 云:“先生杜门授徒 , 深居简出 , 性

不苟合 , 不妄接人。保定密迩京邑 , 公卿使过者众 , 闻先生名 , 往往来谒 , 先生多逊避不与相

见。不知者或以为傲 , 先生弗恤也 。” 陶宗仪曾记载一个故事:中统元年许衡应召赴都 , 途中拜

访刘因 。刘因问:“公一聘而起 , 毋乃太速乎?” 许衡回答:“不如此则道不行 。” 后来刘因一再

拒聘 , 就此向人解释说:“不如此则道不尊。”① 这是现存史料中唯一一条许 、 刘二人会面的记

载 , 但可惜具体情节是不真实的 。中统元年刘因不过十二岁 , 许衡不可能去专门拜访他 (不仅

此时不可能 , 后来许衡也不可能亲自登门拜访这位与自己素无渊源 、又年轻四十岁的晚辈)。②

不过 , 这个故事却反映了元人对许衡 、刘因不同从政态度的理解 。大约在刘因死后不久 , 已经

有了 “刘梦吉之高明 , 许鲁斋之践履 , 未易优劣” 的评价 , 并且 “四海传诵 , 以为名言” 。③ 明

人崔铣则说:“许鲁斋实行之儒 , 刘静修志道之儒 。”④ 意思基本相同 。作为 “高明” 的 “志道之

儒” , 刘因对自己的进退出处看得很重 , 与强调 “践履” 的 “实行之儒” 许衡有明显区别 。前文

曾引述许衡的言论 “舍苗不耘 , 固为有害 , 助而揠之 , 其害甚大” 。刘因在这方面的态度 , 则是

若不能 “助而揠之” , 宁肯 “舍苗不耘” 。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 “不有拨乱功 , 当乘浮海

舟” 。⑤ 况且由于刘因出生较晚 , 到他成年时 , 已经错过了忽必烈潜邸时期和即位之初儒臣受重

用的黄金时代。面对 “当国者急于功利 , 儒者之言弗获进用” ⑥ 的时局 , 心高气傲的刘因自然不

肯轻出 。全祖望分析他 “盖知元之不足有为也 , 其建国规模无可取者 , 故洁身而退……睹时政

之谬 , 而思晦迹以自保” 。⑦ 大体上是不错的。以这种态度来看屡进屡退 、 仆仆奔走于道路的许

衡 , 当然很难从正面理解 , 更何况刘因本来就对许衡没有好感 。

另一方面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包括写作 《退斋记》 之时), 刘因的隐居态度并不是完全坚

决。故而 《退斋记》 对许衡的批评 , 主要是指责他进退无恒 , 并没有说一定应退不应进 。也正

因如此 , 后来才会有至元十九年刘因的一度出仕 。

刘因出生时金朝早已灭亡 , 尽管受父辈影响 , 偶尔流露出一些 “故国之思” , 但毕竟不够遗

民资格。对于南宋 , 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 , 因此当元军大举攻宋时 , 会写出 《渡江赋》 这样的

歌颂作品 。⑧ 他出仕元朝 , 基本没有道义上的障碍 , 唯一形成约束的 , 就是 “不如此 (指拒仕)

则道不尊” 的崇道兼自尊观念 。刘因别号 “静修” (起初亦是斋名), 来自诸葛亮 “静以修身”

一语 , 在诗文中也偶以诸葛亮自比 , 谓 “太平自有诸公在 , 谁向南阳问孔明” 。⑨ 可见他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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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卷 2 “征聘” 条 , 北京:中华书局 , 1959 年 , 第 21 页。

这个故事出于虚构 , 早有学者指出。但近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 、 教育史著作 , 仍然不加说明地将它当

作真实史料来使用 , 是不严谨的。

江存礼:《建言从祀》 , 《刘文靖公文集》 卷 27 《附录上》 , 第 20a—21a页。

崔铣:《洹词》 卷 9 《休集》 第 61 章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第 19b 页。

《刘文靖公文集》 卷 1 《冯瀛王吟诗台》 , 第 9b—10a页。

苏天爵:《刘因墓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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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赋》 载于 《刘文靖公文集》 卷 1 , 第 5a—8b 页。赋中指斥南宋为 “蠢尔蛮荆” , 为蒙古大军攻宋

摇旗呐喊 , 誉为 “应天顺人 , 有征无战” 。此赋使刘因在后代 (主要是明代)的形象大受影响。如周瑛

《读刘静修渡江赋》 云:“岂其居夷既久 , 虽有春秋之义而不知耶? 或不欲以酸腐自居 , 而假此以彰其

迹耶?” 见周瑛:《翠渠摘稿》 卷 4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第 28b—31a 页。实际上金 、 元之际的北方士

大夫普遍不重华夷之辨 , 而视南宋为僭伪 , 非独刘因为然。

《刘文靖公文集》 卷 11 《次韵叩泮宫》 , 第 12a页。



的态度也有矛盾的一面 , 既想洁身自好 , 又希望像诸葛亮那样做一番事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 ,

全祖望说他 “盖知元之不足有为” 多少有些绝对化 , 至少一开始并非如此。当然 , 把出处进退

看作人生大事 , 对出仕时机的选择比较谨慎 , 这是刘因与当时其他士人不同的地方。时机在至

元十九年似乎来临了 。这一年权臣阿合马遇刺 , 朝政更新 , 元廷征召刘因为承德郎 、 右赞善大

夫。右赞善大夫是皇太子僚属 , 而皇太子真金又恰是朝中汉法派 (包括汉族儒士和一部分汉化

较深的蒙古 、色目贵族)的旗帜和后台。刘因决定应召 , 一定是考虑到了上述因素。然而此次

出仕却是浅尝辄止 , 昙花一现 。没过多久 , 刘因就以继母生病为由 “即日辞归” 。此后他再未出

仕 , 直到去世。

刘因甫出即退 , 固然有继母生病的具体理由 , 但毫无疑问他对这次短暂出仕的感觉很坏 。

《四皓二首》 之二:

留侯在汉庭 , 四老在南山 。不知高祖意 , 但欲太子安。一读鸿鹄歌 , 令人心胆寒 。高

飞横四海 , 牝鸡生羽翰 。孺子诚可教 , 从容济时艰。平生无遗策 , 此举良可叹 。出处今误

我 , 惜哉不早还 !何必赤松子 , 商洛非人间 。①

这首诗借用商山四皓的故事 , 反思自己出仕之举 , 追悔之意十分明显。如我们所知 , 阿合马死

后 , 汉法派并没有完全主控朝政 , 敛财派在忽必烈支持下 , 不久即卷土重来 , 朝中政争十分激

烈。至元二十一年冬 , 阿合马党羽卢世荣进拜中书左丞 , 重新开展敛财工作。不久卢世荣被汉

法派攻击倒台 , 下狱被杀 , 但与此同时皇太子真金与忽必烈的矛盾也更加激化 , 在谗言压力下

忧惧而卒 。刘因在短暂出仕期间 , 显然已经体验到了政局的险恶 , 因此才会有 “一读鸿鹄歌 ,

令人心胆寒” 之句。他的急流勇退 , 必定与此有关。真金之死 , 使得朝中的汉法派官僚失去了

靠山 , 也失去了与敛财派相抗衡的能力 。② 大约自此开始 , 刘因才真正 “知元之不足有为” 了 。

不仅如此 , 上引诗中 “孺子诚可教 , 从容济时艰 , 平生无遗策 , 此举良可叹” 诸句 , 似乎在暗

示真金并不是 “可教” 的 “孺子” 。这与当时绝大多数汉族儒臣对真金的极口赞誉 , 截然不同 。

刘因何以有这种看法 ?我认为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 , 就是他在东宫并未得到想像中的 “尊师重

道” 礼遇 。这方面有一些旁证 。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初 , 王文统为排挤姚枢 、 许衡 、 窦默三人 ,

分别奏授太子太师 、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之职 。窦默准备接受任命 , “欲因东宫以避祸” , 但许

衡反对说:“礼 , 师傅与太子位东西向 , 师傅坐 , 太子乃坐 , 公等度能复此乎? 不能 , 则师道自

我而废也 。” 因此三人辞职不受。元武宗时 , 陕西隐士萧 被征为太子右谕德 , 到任不久 , 也力

请去职 , 并对人解释原因称:“在礼 , 东宫东面 , 师傅西面 , 此礼今可行乎?”③ 虽然史无明言 ,

但刘因一定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在蒙古贵族的观念里 , 所谓东宫官 , 包括师傅在内 , 不过是皇

太子的一类怯薛 “家臣” 而已 , 首先要严主仆之分 , 而不重师生之礼 。旨在 “行道” 的许衡 ,

尚且不肯接受东宫职务;以道自尊的刘因 , 弃官而去就更不奇怪了 。

九年后 , 即至元二十八年 , 继阿合马 、 卢世荣之后的第三位敛财权臣桑哥倒台 , “朝政又一

更新” 。④ 元廷复以嘉议大夫 、 集贤学士之职征召刘因 , 刘因致书宰相 , 辞不应征 。这封信辞旨

委婉 , 其中反复声明 , 不肯出山主要是因为身体欠佳 , 并非 “有意于不仕” , 自己也从未以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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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隐士” 自居 , 希望宰相 “俯加矜闵 , 曲为保全” 。① 刘因的态度引起了种种猜测 。时任国子助

教的吴明就上书认为 , 刘因拒绝征召 , 主要是对集贤学士的职务不满意 , 如果改授国子祭酒之

职 , 付以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的任务 , 则 “庶有可起之理” , 刘因必当 “秣马膏车 , 待诏于保

定北门之外” 。元朝后期 , 杨俊民则说 , 假如真金在世 , “嗣临大宝” , 刘因又 “天假以年” , 早

晚也会出山 , “君臣都俞 , 道合言从 , 必能致王道之雍熙 , 还风俗之淳厚 , 俾儒者之效大白于天

下” 。② 他们的分析似乎都简单了一些。我认为 , 刘因此次辞仕 , 是他理想主义人生态度与初次

出仕挫折感受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 态度是坚决的。身体欠佳固是事实 (此后两年刘因就去世

了), 即使身体条件允许 , 也会找到其他的拒仕理由 。联系到十三年前写的 《退斋记》 , 他如果

在已 “退” 后轻易复出 , 难道会没有 “老氏之退” 、 “以术欺世” 的嫌疑吗 ?自视甚高的他又如

何向学生和世人交待呢?

中国古代不曾 “忘世” 的思想家 , 从来都很难在现实政治中找到充分 “用世” 的机会 。在

游牧民族建立的元王朝 , 儒家学者尤其会有生不逢时之感。生不逢时的悲哀 , 不仅在于无法

“得君行道” , 而且在于自己的出处进退往往不能得到时人和后人体谅。许衡在 《退斋记》 中受

到的苛刻指责 ,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刘因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元朝后期有人提议以刘因从祀

孔庙 , 终被搁置 , 反对者的主要理由 , 即认为刘因是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 “务独善者” 。③ 而

刘因的短暂出仕 , 又从相反角度受到了后代 “遗民” 的批评。清初大儒傅山被官府强行遣送入

京 , 坚辞不肯受职 , 获得放还 , 对人说:“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 , 且死不瞑目矣。”④ 刘因如

果在九泉之下听到上述评价 , 恐怕才会真正 “死不瞑目” 吧!

〔作者张帆 , 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00871〕

(责任编辑: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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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n Xius reign.However , no household was emptied to provide labo r for the authorities , as w as
believed.Neither the inscribed bamboo slips of the Wu state nor other literature provide any clue point-
ing to the existence of a separate regist ration for government employees.

The Situation andMentality of the Yuan Dynasty Confucian Scholars as Seen in Tui Zhai Ji

Zhang Fan (69)
Xu Heng and Liu Yin , tw o leading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north in the Yuan dynasty , had a

rather subtle relationship.In his essay Tui Zhai J i , Liu excoriated one of the celebri tie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ithout mentioning his name.Some researchers hypothesized that Liu w as criticizing Xu Heng , al-
though others disag reed.As a matter of fact , it was indeed Xu Heng that Liu w as alluding to in the es-
say.Xu Heng advanced into and ret reated from the political arena several times , which provided good
grounds for criticism.However , Liu was hypercritical in accusing Xu of “playing t ricks” and “cheating

the w orld.” He seemed to have a strong prejudice against Xu which w 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 character and mentality.It was one facet of a prism that reflected the tragic fate of ethnic

Han scholars under Mongol rule.

Passing the Family Properties to an Outsider:Cases in H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uan Chengxian (85)
The genealogy of the family of Cheng at Yuchuan , Wuyuan , and the Huang Ce Di J i (黄册底籍)

of the 27 Du (都)and 5 tu (图)at Xiuning suggest that it was a common rather than an exceptional

practice to pass the family properties to an outsider among the large families at H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One of the many causes of this w as the absence of an heir in the family.An impor-
tant economic facto r in inheritance by an outsider was to save the family property from being dispersed.
Affection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passing the family property to an outsider.Since clanism

was based on bloodline and centered on a sy stem of inheritance by clansman , the popularity of the prac-
tice of passing the family property to an outsider and the adjustments to related laws point to loosened re-
lations within the feudal patriarchal clan system.Despi te their development since the Song dynasty , clans
tended to decline from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kingDiplomatic Corps and Its Activities Centered on Treaty Interests

Huang Wende (97)
Under a synergy of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the changing of its member countries , the international

si tuation and the orbits of different pow ers , the Diplomatic Corps of Peking seldom achieved “unanimous
agreement” in the real sense of the w ord in its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late 1920s , af ter several decades
development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860.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1901 Trea-
ty of Peace (Austria-Hungary , Belgium , France , Germany , Great Britain , Italy , Japan , the Nether-

lands , Russia , Sp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 the Peking Diplomatic Corps played a role in Chinese politics.However , the split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in the w ake of World War I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t rategy of t reaty revision
diplomacy led to its inability to form a long-term alliance to deal with China.In 1920 when regimes in

both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of China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and refused to

recognize its agencies as its representatives , under the impact of Leo Karakhans visit to China , the Dip-
lomatic Corps had to reconsider the nature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i ts relations with China , and to normal-

ize it s organization by adjusting its priorities on protoco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Stress on Place of Origin and Factions inside the Nationalist Party:An Observation of Nationalis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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